
文学理想乐园与自由民主精神之重建
———以《文艺新潮》为中心的考察

　① 杜　 英

　 　
摘　 要：《文艺新潮》（１９５６．２．１８—１９５９．５）被评论界誉为 １９５０年代香港现代派坐标性之刊物。论文通过

考察此刊物，对其文学性质及意义给予以往不同的界说。围绕着此刊物的编者与撰稿者形成了一个跨越两岸

三地的青年文人群体，他们将现代主义审美与时代现实关怀相连接，香港现代文学与台湾及世界现代文学相

沟通，追求重建文学理想乐园与自由民主精神的乌托邦。此外，论文还讨论了《文艺新潮》及其运作之于冷战

时期香港本地文艺场域构型与文学主体性生成之意义，并检视其时新潮社同人与香港左右两派文化及美元 ／
援文化、内地美学传统，台湾及世界文坛之多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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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内地人向海外全球移民历史的过程中占据着中转站的重要地位。历史学界对此课题的研究

成果斐然。有研究者以“中间地”（“ｉ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ｌａｃｅ”）概念来指称香港，强调其一方面作为内地移民海
外中转站的角色，另一方面作为移民之物如信件、信息、商品、汇款等的中转地的角色。香港，从 １８４３ 年
后随着加州淘金潮开启其作为移民港口之路，成千上万珠三角的中国人由此移民旧金山。①由于其大量

独特的机构与机制，香港成为海外移民 ／侨民与其古老中国村庄的重要结点。在文学与文化层面，香港
也同样承担着文化“中转站”的角色。在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内地作家因战乱流亡或从事文艺活动
而南下香港及南洋等地，或长相厮守或匆匆路过，他们均被称为“南来文人”。侯桂新指出，规模较大的

五次“南来文人”分别发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内战时期，共和国成立前后，１９８０ 年代及 １９９０ 年代改
革开放时期。②“南来文人”这一现代文化历史现象，成为香港与内地文学相交集的独特风景。二战后，

香港由于其在冷战时期特殊的殖民统治与地理位置，生成了不同于大陆与台湾的文艺形态与场域。这

种政治文化空间不仅有左右两派对峙，也有第三势力、托派残余、中间派知识分子、新儒家学派、东南亚

侨生、文化商人等多方力量的参与建构。冷战时期的香港，不仅成为大陆在文化上与外界沟通的转口

站；亦与台湾地区、新加坡、东南亚、美国等地有频繁的文化互动与交流。１９４９ 年以后至台湾“解严”之
前，香港被称为两岸三地“唯一的‘公共空间’”———不受国家机器控制的政治文化空间。它具有“不问

背景、不分左右的‘避风收容’特性，至为突出”③。郑树森认为，香港之于中国处于地理、政治、文化的边

缘地位，但 １９５０年代无论左右两派，还是新儒家，都立足于香港，利用边缘确立新核心和新中原。１９６０
年代中后期，香港开始摆脱边缘与核心的纠葛，逐步本土化，构建自身之主体性。此乃南来作家暂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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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居，战后年轻一代作家崛起之结果，而流动性与国际性正是香港文学之特点。①

１９４０年代末至 １９５０年代，大量内地文人移居香港，或卖文为生，或兼顾纯文艺之追求。中国现代
文艺思潮种种继续在港开花结果、自生自灭。就 １９５０ 年代香港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而言，其文学渊源既
可纵深追溯至大陆之现代主义诗学传统，亦可横向爬梳至战后世界文艺之译介及其与台湾等地现代主

义文艺之联动关系。香港与内地现代文艺之关系其来有自。卢玮銮指出，１９２０ 年代及 １９３０ 年代香港
殖民地文艺爱好者，心向祖国所取的路径正是洋化浪漫的上海洋场。比如谢晨光、侣伦、平可等在香港

看的是上海文艺刊物，并以能刊登稿件于其上为荣。②在 １９５０年代期间，大量内地文人移居台港及海外，
台港两地文坛诗友互动密切，香港由此展开了一段特殊的两岸三地文艺传统汇集、碰撞，并生长于斯的

文化进程。而大陆现代主义文学随南来文人之空间流转而于香港薪火相传：一方面回应民国时期现代

派之美学传统，与同时代内地现代派创作之匮乏形成对照；另一方面通过书写此时此地，推动了香港都

市生活经验的现代文艺之生成。

以评论界盛誉为 １９５０年代香港现代派坐标性之刊物———《文艺新潮》（１９５６．２．１８—１９５９．５）为考察
对象，以下将尝试对此刊物的性质及其文学意义给予不同的界说。围绕此刊物，编者与撰稿者形成了一

个跨越两岸三地的文人群体：以离沪赴港的青年为主体的南来文人如马朗、杨际光、刘以鬯、林以亮、穆

穆、桑简流、杨彦歧（易文）、徐皐、叶灵凤等；香港本土青年学生及作家如昆南、李维陵、王无邪等；迁台

及台湾本土学生及作家如纪弦、秀陶、林泠、黄荷生等及往返于港台之间的叶维廉等。而这一青年文人

群体的核心人物是马朗。马朗负责刊物的出版、拉稿、策划、编辑等工作。马朗在香港之境况，体现了当

时南来文学青年具有普遍性的生存状态———即严肃文学追求与大众文艺谋生，文学信念与时代抱负、内

地文艺美学传统与香港文艺现状之对接。马朗，原籍广东中山，出生于美国华侨家庭。幼时辗转出入于

香港、澳门、美国等地。马朗 １９４０年代末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１９５０ 年代初离沪赴港。马朗是个早
慧的文学少年。在上海时期，他即参与编辑或主编上海报刊《社会日报》《自由论坛》《文潮月刊》《水银

灯》等。马朗在上海结识了不少沪上名人，如张爱玲、纪弦、程锦昌（笔名程越）、吴伯箫、易文、王植波、

万方、邵洵美、李君维（笔名东方譈?）等。在香港时期，他与广东帮和上海帮的文人群都有来往，帮助

来港文人谋生找出路。而《文艺新潮》的创办也与马朗在上海时期的好友罗斌有关。一方面，时任香港

环球书报社的老板罗斌资助了马朗创办《文艺新潮》，环球社的总编冯葆善亦全力支持该刊，并帮忙做

印刷发行等工作；另一方面，马朗也帮环球书报社编辑《西点》《蓝皮书》《大侦探》等通俗畅销刊物。

《文艺新潮》只有最初几期有稿费，稿费部分来源于其出版商环球书报社卖书所得。鉴于筹集稿费困

难，刊物尽可能由新潮同人供稿。纪弦和徐皐的稿费是个特例。他们的稿费是马朗等几个同人私下自

己拿出来的。其时，徐皐只给《今日世界》和《文艺新潮》两刊写稿，而前者为美援刊物，稿费颇高。③

一

新潮社同人可看作在大时代的香港，因《文艺新潮》的出版、投稿与接受而相识相交集，进而形成跨

越两岸三地文学经验与美学传统的青年文人群体。比如，杨际光、李维陵与昆南等青年都是看到了《文

艺新潮》发刊词而被其吸引，继而投身于新潮社。１９５０ 年代初来港的杨际光挣扎于物质与精神双重压
力下———“已倦于失落，睡入不起的病，／离奇的颜色，饰上白枕的花边”。迷惘的他，在香港书摊上偶然
看到了《文艺新潮》的发刊词，深为感动。从此，开启了他与《文艺新潮》及编者马朗的因缘合作。杨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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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为该刊写诗译稿，希望借此找到“自己的灵魂”，对同时代失落之人有所帮助。①其时，杨际光对马朗的

个人背景了解甚少，却自以为是他的好友。这大约出于他们对文艺的共同信念与热忱。②李维陵，也是

在香港报摊上发现了《文艺新潮》。后来，杨际光介绍李认识了马朗，共同投入该刊的工作。③昆南根本

不认识马朗，但看了《文艺新潮》的发刊词后，立刻投稿给他。昆南很喜欢艾略特，读书时常去香港中环

一家美国图书馆看外文书，阅读了很多关于艾略特的材料。因当时很少人了解外国文学情况，他冀望翻

译这些文章以填补时人认知上的空白。昆南翻译艾略特的《空洞的人》，修改了五次直至马朗满意，始

得刊登于《文艺新潮》（第一卷三期），④署名叶冬。马朗与李维陵、刘以鬯、易文、卢因、昆南等，或为朋

友，或为朋友之朋友的关系，其在港的共同联系物之一即是《文艺新潮》。该刊可视为他们共通的“对艺

文的兴趣”之象征。⑤在那个时局急遽变动，冷战开启的大时代，类似杨际光、李维陵的青年文学志士还

有很多。他们为“对净土的追寻所感召”，凭借“天真纯洁的心”，彼此成为终身的文学知己。⑥

围绕《文艺新潮》型构的文人群体挟裹了两岸三地的文艺传统在香港一地生成了以现代主义潮流

为主却不限于现代主义的现代中文文学。撷取《文艺新潮》的发刊词片段，即可感知主事者之文学理念

与时代承担感。

今日，在一切希望灭绝以后，新的希望会在废墟间应运复苏，竖琴会再讴歌，我们恢复梦想，也

许在开始我们只想到一片小小的净土，我们可以唱一些小歌，讲一些故事，也可以任意推开窗去听

遥远的歌，遥远的故事，然后我们想到这原是千万人的向往，一切理想的出发点，于是再想到一个我

们敢哭、敢歌唱、敢说话的乌托邦……

我们要重新观察一切的世界。我们要求一切灵性的探求者……理性和良知是我们的旌旗和主

流，缅怀、追寻、创造是我们新的使命，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斗士的，请站起来，到我们的旗下来！

———新潮社《发刊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到我们的旗下来》⑦

文艺之于新潮社是火种，而文艺家则自比为普罗米修斯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这个混沌未明的冷战

时刻，新潮社提倡以理性、良知、灵性等支撑文艺，认为由此可以消除社会压制，人性必将归来。新潮社

的文学理念带有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文学上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从艺术上建立理想的乐园”⑧，

不仅是《文艺新潮》向来坚持的刊物意旨，亦应合了当时这一批受感召者的文艺理想与现实关怀。

新潮同人所提倡的现代主义并非简单地横向移植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而是承载着殖民地中国青年

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政治关怀。他们对战后两岸现实充满苦闷与困扰，省视置身的香港在国际冷战格局

中的特殊处境。新潮同人往往运用现代派的文学形式发出针对现实政治的心声。比如 １９５６年《文艺新
潮》一卷第六、七期，回应其时香港的九龙事件、匈牙利革命与新加坡暴动，刊出了反映这些事件的即时

作品，如马朗反映现实的新闻小说《太阳下的街》，昆南（署名叶冬）的《穷巷中的呼声》等。编者由此提

出，“现代主义者并不是走到牛角尖里，通过这种形式，或者说，是由于这一种启迪和方法，现代主义文

学在这里站起来，同时，也和现实生活连接起来了。在文学上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从艺术上建立理想的

乐园———这素来是《文艺新潮》的意旨，也一直是我们以后的信念”⑨。《穷巷里的呼声》以“我”致静修

的一封信为叙述形式。信中，“我”，一个在殖民地生长的中国青年，抒发失恋的苦闷和时代的苦闷。小

说表现了当时香港青年“我”面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衰落与现代政党文化的兴起、现代中国因国共之争而

生的国族被撕裂、殖民地左右对垒及暴力冲突等现状的彷徨与沉痛。小说写到了“我”对于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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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１０日的九龙暴动事件的感触：“静修。为什么我们要有两个祖国？为什么我们在异族的统治下才肯
驯服地过活？为什么单为了死板的主义，我们要左手劈右手？为什么我们不团结一起，反分别依赖别国

的力量？为什么硬把锦绣的河山、民间的艺术涂上政治的色彩，作独裁者的偏见、野心的幌子？”①在无

可奈何的冷战时代，处境纠结的香港殖民地，“我”自由的灵魂无处寄托。昆南在 １９５９ 年创立“现代文
学美术协会”时，就宣言他们身处中华民族流离与文化思想分歧的多难时代，要正视时代，共同创造中

国文化思想的新生。②这种民族国家观念与中国文化认同是与新潮社同人一脉相承的。

《文艺新潮》所刊中文创作，无论南来文人还是本土作家，多以此时此地的香港体验为写作对

象———既有不同社会阶层的内地移民在香港的生存百态，亦有本土港人对香港爱恨情仇的都市体味。

小说作品中呈现出更多的是大时代下小人物的酸楚、苦难与失落。其中，有一文不名的难民，也有曾经

红极一时的上海舞女，有富过的沪上大老板，还有空有抱负的无用文人。如今，他们在香港都沦为挣扎

在生存边缘的落魄人。他们共同面对的问题就是温饱。这些不同社会阶层移民的生存境况在香港文学

史中之于都市想象与叙述具有坐标性的意义。比如，一卷一期所载万方的《勇士》写丽珠在暴雨中赴香

港一流酒店丽兹接客途中的一个回忆片段，回忆十个月前她如何走上这条不归路。１９４９ 年前后丽珠随
其丈夫李祖光由内地来港，后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做舞女。李祖光本是年轻有为的汉口市政府科长，战乱

中仓皇携妻来到香港，失业四年，养不起娇妻。丽珠来港的前几年艰辛维持，很少与七姑妈走动。因为

七姑妈的名声不好听，家里养着几个七分像交际花，三分像私娼的干女儿。但现在吃尽当光，丽珠不得

不在七姑妈家里暂时混过三两个月。丽珠在姑妈家中开始的堕落过程，与张爱玲笔下葛薇龙在富孀姑

母家的沉迷过程有七分神似。二卷一期所载陈嘉毅的《苦活》写的是一个“半军半民的小人物”———普

通国民党上士班长罗大强在 １９４９年秋因战事急转直下，广州失守逃难到香港的故事。作者文笔稚嫩，
却写出了罗在香港流浪过程中种种心酸不堪的感受，如饥饿感、寒冷感、自杀的念头，甚至生出在捡垃圾

与煤渣时捡到手表、港币或美金的种种空想。作者并非文坛高手，小说形式亦无创意，但因写出了在港

底层难民如浮萍般的流浪与酸楚，十分动人。它提供了大时代流亡主题下普通民众遭遇的侧影。罗所

流浪的地点可以说是香港在空间上的底层路线图，所至之处青山道、九龙、太平山顶、木屋区等都是当时

难民或贫民聚居之地。一卷五期所载李维陵的小说《魔道》写在香港的画家“我”与朋友“他”从相识到

相知、相别，并由此目睹其灵魂如何从恶之深渊返途的过程。“他”的身份是一位内地来港的难民，知识

渊博而个性乖戾。小说通过“我”这一叙述视角来展现“他”之魔性与邪恶的性格、观念和行为，思考如

何在一个沉滞时代重建理性，重建心灵皈依之所在。“我”与“他”的关系，可解读为“我”的一体两面，是

两种对立观念辩驳之合体；“我”与“他”的交往，可视为“我”对战后悲剧时代的困惑与自我挣扎过程，即

探寻如何在经历过血腥的战争与理想的失落后再出发。“我”相信人性本善，以道德支配行为；而“他”

则代表着对立面之镜像———被战争暴力以及战后混乱所摧毁的良心与人性。小说暗示着作者寄望于彼

时政治现状之外寻找民主自由的另一理想之路。

《文艺新潮》之影响辐射所及不限于文坛，其时香港文学青年的抱负亦不限于文学艺术本身。１９６５
年毕灵在回顾近十年来香港青年学生文艺社团运动时，将开端追溯至《文艺新潮》。该刊的参与者卢

因、昆南、叶维廉等在当时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香港青年学生。一方面，１９４０ 年代末大量内地移民涌入。
他们多以香港为短暂避难所，得过且过，使得香港社会风气堕落。另一方面，香港殖民地的观念又常与

在港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感情相抵触。在此社会背景下，１９５７ 年至 １９５８ 年间香港学生文艺运动以文社
结集、出版油印刊物的方式纷纷涌现。１９６３年香港文社组织，再度兴盛。毕灵认为，香港学生文运大部
分把改革社会，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列为宗旨；以文艺为手段培养优良社会青年为目的。“时代是如斯混

乱，社会是如斯堕落；是一个向上的、清明的文化再生运动应运而生的时候了，广大的学生、青年作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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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叶冬：《穷巷里的呼声》，《文艺新潮》１９５６年第一卷第七期，第 ４０页。
王伟明、昆南：《欢如喜如出梵音———访昆南》，《诗网络》２００２年第 ６期，第 ５页。



个运动的前锋，文艺跑在前头作领导的时代的尖兵，文化界的先生们，请给他们一把劲吧！”①而青年文

社运动的这一理想，亦可从《文艺新潮》的发刊词中找到共鸣之处。黄继持认为香港文学的主体意识始

于 １９５０年代，并与《文艺新潮》所引进提倡的现代主义密切相关。移居香港的现代主义派作家政治倾
向多非左派，“却多自视为挽救中国文化乃至人类文明。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所表现的焦虑感危机感，

转接到东方文明之解体与招魂，加上面对香港这个殖民地商业社会而感到民族意识与人文精神之失落，

于是以《文艺新潮》作者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并非简单的美学追求或西方范本之因袭，却承载着中

国政治文化意识与香港处境的纠结”②。

二

《文艺新潮》的独立运作之于我们理解 １９５０年代香港乃至两岸三地文艺构型之复杂性与混杂性极
具认知意义。《文艺新潮》的出版背后并无政治资本的运作，既不同于其时有美国背景的“美元文化”，

亦异于有国共两方背景的左右两派文化。随着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美国与中共接触的失败，１９４９ 年 ７ 月毛泽
东“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宣布，美国外交机构撤出内地并安置大量人员于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１９５０ 年
１０月，中国志愿军介入朝鲜战争。中国与美国由此展开了 １９５１ 年至 １９５３ 年漫长的停战谈判。此外，
１９５４年至 １９５５年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１９５４ 年美国与台湾政府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上述种
种，促使美国对华政策由 １９４９年末至 １９５０年初对中共做出退让而集中遏制亚洲其他地区的共产主义
扩张，③转向遏制中国。与此相对应的是，１９５０ 年代驻港美新处招募大量港台文学精英，大力资助香港
本地文艺报刊及出版社出版“反共”作品。此外，美新处亦投放大量经费展开美国现代文学翻译与推介

工程，出版利于提升美国文化声誉的作品。其代表性的作品为 １９５０ 年代至 １９８０ 年代今日世界出版社
出版的数百种美国现代文学及艺术等译著。该丛书印刷精美且价格低廉，对港台两地的文学青年影响

深远。该丛书译者阵容豪华，包括在港台及美国的姚克、张爱玲、乔治高、林以亮、夏济安、余光中、汤新

楣、桑简流、聂华苓、刘绍铭、绿骑士、刘以鬯、於梨华等。

据卢玮銮的考证，最早在报刊上提到“美元（援）文化”一词的是政论家尚方。尚方在刊于 １９５６年 １
月 １２日《香港时报》的《说美元与美援文化》中指出，“所谓‘美援文化’是指美国朋友直接发行的刊
物”，物美价廉等于赠送；“所谓‘美援文化’，是指一些得到美金援助的出版物”。后来的研究者往往将

“美元（援）文化”作为贬义词与“反共文学”等同，用来指称 １９５０年代到 １９６０年代中期的香港文学。但
卢认为应厘清美元文化的实际影响，视美援刊物所刊作品内容做出判断。④卢玮銮的判断较为公允，更

贴近历史纷繁复杂的多重面目。比如，蓬草（原名冯淑燕）小时候就读于英文书院，但仍然对中文书有

兴趣。她之所以喜爱阅读中文，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学生周报》。她很小就看这份杂志，刊物有一两

版刊登初学写作者的稿件。蓬草试着投稿竟被录用，因此继续写作；而编辑吴平也给予了初学写作者很

大鼓励。⑤《中国学生周报》尽管有美援背景，却是一份相当畅销及长销的学生刊物，培养了港台两地大

量文学青年。据卢因回忆，《星岛日报》胡辉光主编的“学生园地”与《中国学生周报》都是培养香港本土

作家的摇篮，促使当时校园文风盛行。其结果之一就是推动了 １９６０年代香港文社运动的兴盛。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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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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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毕灵：《前因后果说文社》，《中国学生周报》１９６５年第 ６７９期，第 ８版。
黄继持：《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发展》，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 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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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香港文学》１９８８年第 ４８期，第 １１页。
蓬草、卢玮銮：《“与蓬草对话”对谈抄本》，《香港文学》２０１０年总第 ３１１期，第 １２、１３页。
陈丽芬、卢因：《历史与见证：我是这样走过来的──与推动发扬加华文学的推手谈文说艺暨心路历程》，《香港文学》２０１１ 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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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０年代之于香港，乃多事之秋。香港，既不能免于国际冷战格局走向之影响，又不能超然于两岸
政治对抗之困扰。１９５０年代的南来文人因不同的文学信念与政治路向参与了香港左右或对峙或互通
的文化形态之构型。一方面，据王无邪回忆，当时香港的写作者要发表出版作品，基本以其写作的“年

份”区别作者政治立场：使用“中华民国”者为偏右；使用“西元”者为偏左。冷战时代香港文坛反而营造

了一种强烈的中国意识。王无邪成长于此时的香港，亦形成了强烈的中国意识与反（英）殖民情绪。①另

一方面，据生于斯、长于斯的昆南回忆，当时投稿文学作品，不论左派还是右派的刊物，只要接受也都愿

意发表。他认为这与多数香港人没有归属感，对政治背景不太敏感有关。②较之内地与台湾，１９４９ 年后
的香港又是少数能继续接触中国现代文学左右两派以及世界文学多样面目的区域。比如，新潮社在一

卷三期推出《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五年的世界文坛》特辑时，亦推出“特辑之二：三十年来中国最佳短篇

小说选”，所选作品颇为多元。在编辑过程中，编者发现中国新文学书籍在香港之耚没程度超乎意料。

最后，新潮社选取了五篇，以供读者管窥中国现代历史风貌，包括沈从文的《萧萧》，端木蕻良的《遥远的

风砂》，郑定文的《大姊》，师陀的《期待》，张天翼的《二十一个》。“沈从文的《萧萧》最初在《文季》月刊

登载时，被认为粉饰童养媳制度，饱受攻讦，然而这不是洋溢着中国乡野美吗？端木蕻良的《遥远的风

砂》以招编土匪游击抗日为题材，打破中国新文学写作的范围，同时也让我们看到风砂下的塞北风情。

《期待》是中国内地小城一幅惨痛的淡墨画，为了祖国多少青年舍身捐躯，留下的家室就是这样凄凉的。

而《大姐》让我们看到中国伟大的女性，《二十一个》却是内战时期惨酷的缩影。”③

马朗主持的《文艺新潮》打着现代主义的旗帜，宣扬民主自由的理想，有独立的政治立场。新潮同

人多非左派，但对于在港左派文人与右派文人，台湾文学与世界文学都采取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一方

面，《文艺新潮》也曾邀请叶灵凤、曹聚仁等在港左派文人写稿，译介世界左翼文艺思潮及其作品。叶灵

凤当时不赞成现代派。当马朗向他约法国文学印象的命题稿件时，他还是应允供稿。④此外，该刊也曾

翻译法国左翼文人萨特等人的作品。马朗自身也间接参与了香港左派电影公司的电影活动。马朗在上

海时期曾与朱雷合作，在获得沈从文同意下将其小说《边城》等改编为剧本。马朗至香港后，朱旭华邀

请他改编电影《翠翠》。⑤后来，朱旭华还邀他参与编剧《苦儿流浪记》（１９６０，国风影片公司）。他们还将
马朗改编的剧本卖给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如《香江花月夜》、《太平洋之鲨》（１９６１）。⑥而长城乃是具
有大陆政治背景的香港知名左派电影公司。另一方面，《文艺新潮》创刊伊始并未被台湾政府批准进

入。台湾当时处于戒严状态，１９３０年代的中国书刊与外国书刊都不易进入。《文艺新潮》最早是以手抄
本形式为台湾现代派诗人所传阅。据 １９５７ 年 ８ 月一卷十二期《文艺新潮》的《编辑后记》，该刊获得了
“自由中国侨务委员会”批准登记。⑦据此推测，该刊直到十二期才获准进入台湾。但刊物此后只出了三

期后即停刊。但 １９５０年代香港的《文艺新潮》与台湾的《现代诗》，新潮同人与台湾文坛诗友的互动相
当密切，如马朗与纪弦，痖弦与卢因、昆南、叶维廉、王无邪等。由于戒严体制，台湾文坛当时对于西方新

思想的认识有限。洛夫、痖弦等人对于西方文艺思潮的认识多是从阅读香港的《文艺新潮》与《好望角》

而来的。在此意义上，《文艺新潮》推动了当时台湾现代诗的发展。⑧一卷九期《文艺新潮》封底郑重推介

《现代诗》双月刊，打出的广告词是“东南亚的权威性新诗读物”与“台湾现代派诗盟同人杂志”。⑨一卷

十期《文艺新潮》的《编辑后记》推介《现代诗》为“和本刊并肩为现代主义奋斗的刊物”。瑏瑠１９５７ 年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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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⑤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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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王无邪、梁秉钧：《“在画家之中，我觉得自己是个文人”──王无邪访谈录》，《香港文学》２０１０年总第 ３１１期，第 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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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艺新潮》社与台湾的《现代诗》社举办了港台现代派诗作交换活动。１９５７ 年《文艺新潮》以“香港
现代派诗人作品一辑”之名，推荐马朗、贝娜苔（杨际光）、李维陵、昆南和卢因的作品，交给台湾《现代

诗》第十九期发表。①同年，《文艺新潮》一卷九期与十二期亦推出“台湾现代派诗人作品”一、二辑，选取

台湾现代派新锐诗人林泠、罗行、薛柏谷、黄荷生、季红、流沙、秀陶、林亨泰等的作品。

三

新潮社同人对于外国现代文艺的翻译与接受具有世界主义的情怀，且对战后世界文坛动态尤为敏感。

所谓世界主义，在此乃指新潮同人将对于自身所处时代与空间的关注扩展为对于世界与人类的关怀，彼此

互为参照———其他区域的文学形态之于他们可以提供世界文化之前景与人类命运之镜像，亦可提供另类

想象，并由此反观自身之困境与出路。新潮社同人怀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时代意识：一方面与中国时局紧

密呼应，一方面与世界格局走向彼此共振。１９５６年一卷三期刊载了“特辑之一：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五年
的世界文坛”，由方荻撰写英美方面，罗谬（杨际光）撰写法国与荷兰，孟白兰撰写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

萄牙，云撰写西德、挪威、瑞典、丹麦，齐桓撰写土耳其、巴基斯坦，唐舟撰写埃及、印度方面。在新潮社同人

看来，战后十年华语文坛与世界文坛相隔膜，自己的视听被蒙蔽。②他们所做的翻译工作实为拆除中国现

代文学与世界现代文学近十年来的藩篱。置身于世界大战战后疮痍未复而冷战又起的悲剧时代，旧的

狂飙刚成为过去新的恐惧又萌长滋生的混乱时代，就他们而言，译介世界文学动态是探寻世界文化前途

与人类出路的途径之一。因为世界文坛的动向昭示着人类的未来，给予追求真善美者以希望的启示。

这种世界主义超越了一国一地之局限，以善美之心，浇筑文艺理想主义之花朵。

在战后外国现代文艺思潮中，新潮社同人往往对欧美现代主义与日本的新感觉派和唯美主义等情

有独钟。《文艺新潮》于一卷二期刊登了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作、东方仪译的《食蓼之虫》。从此，新潮

社开启了与日本文坛交流之平台。东方仪，原名萧庆威。当时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律，结识了

井上靖、三岛由纪夫。他将自己翻译的小说给他们看，他们比较喜欢，授权给他翻译。东方仪为《文艺

新潮》翻译了多篇日本小说。井上靖和三岛由纪夫甚至要在《文艺新潮》上发表新作品，可惜后因刊物

停刊未果。③该刊一卷五期刊载了井上靖作、东方仪译的《猎枪》，一卷十期刊载了横光利一作、东方仪译

的八万字长篇小说《寝园》。《寝园》获得横光夫人特准译载于《文艺新潮》，而之前曾有美国出版家数人

洽谈该作的英文版出版，均未获准。④ 《猎枪》系日本战后名著，是乃井上靖发表于 １９４９ 年之处女作。
该作与三岛由纪夫的《潮骚》和伊藤整的《火之岛》齐名。这三位数年间跃为日本战后最出类拔萃的作

家，逐渐在国际文坛崭露头角。由此可管窥新潮同人对于世界文坛动向掌握之同步性与敏锐性。

《文艺新潮》对于日本文学的重视及作家的选择，与新潮同人的背景及文学趣味有关系。该刊所翻

译谷崎润一郎、井上靖、横光利一等的作品，都富有强烈的心理色彩，探讨或异样的情爱或另类的婚恋主

题。《猎枪》与《食蓼之虫》相似，均叙说两性置身于维持表面婚姻状态却各自秘密出轨之状态。小说探

索男女于夫妻之名与婚外恋情之间构成的种种情理纠葛，如性爱与婚姻，婚姻契约与出轨，婚姻伦理与

手足之情等关系。这类小说对于人物心理刻绘尤为细腻，多呈现人物在日常生活情理两难之间踟蹰与

胶着的心理历程。《文艺新潮》的主编马朗与日本新感觉派素有渊源。１９４０ 年代前期他曾在上海刊物
《风雨谈》（１９４３．４—１９４５．８）上发表散文小说。该杂志为柳雨生主编，刊物撰稿者来源广泛，政治背景复
杂。由于柳雨生与日本特殊的政治关系，《风雨谈》刊载的日本文学译作占有较大的比重，如谷崎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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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的《昨日今朝》《麒麟》，武者小路实笃的《关于母亲》，片冈铁片的《五角钱票》。马朗对于日本现代作

品应相当熟悉，而其本人上海时期的小说创作方法亦受到上海新感觉派的影响。《文艺新潮》对于日本

唯美主义、新感觉派作家作品的译介更为深入，多刊载长篇巨著，且译笔亦较为细腻。

《文艺新潮》对战后英美文学的译介侧重于英美现代诗、法国存在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等作品。刊物于

１９５７年 １０月 ２０日二卷一期推出“Ｄ．Ｈ．劳伦斯小说特辑”，一卷七、八期推出“英美现代诗特辑”，一卷四期
推出“法国文学专号”。刊物一卷七期的美国部分选译了 Ｔ．Ｓ．艾略特的《序曲》《哭泣之少女》《风景》《玛莲
娜》；艾茨拉·庞特的《大都会车站上》《一位少女》《舞之身躯》《现代人之风习》；阿茨波·麦克列许（Ａｒ
ｃｈｉｂａｌｄ ＭａｃＬｅｉｓｈ）的《自由士》等。刊物一卷八期的《英美现代诗特辑（下）英国部分》中，马朗选译了叶芝、
奥登、史班德、刘易士和 Ｄ．Ｈ．劳伦斯等十位诗人的诗歌，并简要介绍了作者诗歌风格与所选作品的大意。
马朗选译的英美现代诗并不局限于现代派诗歌。具有时代精神，与社会现实共鸣之作，亦是马朗的选择。

比如，马朗选译了阿茨波·麦克列许的诗歌。他意识到阿茨波诗歌对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兴趣往往超出诗

的美学范畴，被人批评为简直就是演说。但马朗看重的是他作为时代的号手，将作品与时代精神相胶合。①

较之英国现代诗，马朗对于美国现代诗独有偏爱。他将英国近三十年来的现代诗人比作活生生的“小市

民”，英国现代诗文学运动意味浅薄。英国现代诗不能予人以新颖感觉，“正当法国人在力求新的表现力，

而美国人大事刷新意象的时候，英国诗人的最近倾向，却是在用字上的衡量”②。此外，《文艺新潮》一卷四

期的“法国文学专号”选译了纪德、保尔穆杭、萨特、阿保里奈尔等作品，译者有纪弦、马朗、杨际光、桑简流

等。刊物还译介了同时代西班牙、土耳其、希腊、亚洲等地的世界文学，其中多转译自英文译本。

《文艺新潮》有助于我们更细腻地理解 １９５０年代南来及本地青年文人对于香港文艺场域建构及文学
主体性生成之意义。《文艺新潮》将现代主义审美与时代现实关怀相连接；将上海与香港、台湾文人文脉相

勾连。它既刊载中文创作又译介世界现代文学，并以战后世界文学与现代主义作品为主。在 １９５０年代该
刊物的供稿者如马朗、杨际光、李维陵等，多身兼译者与创作者，南来者与流散者等多重身份。他们苦闷于

时代悲剧而自觉肩负起时代使命，失望于中国内战政局却执着于理想主义追求。新潮同人以文学为媒介，

追求在废墟上复苏新的希望，在绝望后寻找梦想的乐园。他们心系大陆，却多书写香港；有现实关怀，亦孜

孜于审美追求。新潮社同人及其创作活动体现了文学在政治与文艺、现代主义美学追求与时代政治关怀等

多重面向上交织的复杂性与含混性。《文艺新潮》所载作品捕捉时代精神脉搏，聚焦香港及其他海外经验，以

同时期其他香港文艺刊物无法达到的深度与广度来解读自己所处的震荡世界，追逐文学的纯粹信念。

但《文艺新潮》追求重建文学理想乐园与自由民主精神的乌托邦只能在香港昙花一现。置身于国

共两党及美国等多方政治势力角斗的冷战前沿阵地，港英政府对于香港的文化治理大体采取监视而非

控制，表面平衡而非绝对平衡各方势力的政策。香港战后并未采用报刊审查制度。较之 １９５０ 年代国共
两党与美国政府在香港文化领域的投入与竞争，港英政府较少介入本地文化的渗透与构型。如郑树森

所言，港英政府在文化领域采取的是一种似乎自由，实际自生自灭的态度。冷战时期，这种自由空间相

对于海峡两岸而言具有明显特色：香港文艺既无政权的监控，也无因受重视而获得政府的物质支援。③

１９６０年代中后期起，随着岛内经济十余年的急遽发展，社会政治情绪大为下降，在香港这一特殊文化生
态环境中，新潮社同人的命运因战后大时代的因缘际合而汇聚一地，也因大时代的渐行渐远而飘零四

方。１９５９年《文艺新潮》随着马朗离港赴美而停刊。１９６０ 年代杨际光离港赴马来亚。那些当年的活跃
分子在日后的香港文坛，或沉寂了下来，如李维陵；或继续现代派的探索，如昆南。新潮同人的聚合与离

散意味着其文学乌托邦在殖民地“花果飘零，灵根自植”，却难逃自由与孤独的双重处境。

（责任编辑　 周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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